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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金融化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吗?
———来自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实证研究

温 涛,陈 一 明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400715)

摘 要: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社会金融化对城乡间要素的合理配置和城乡融合

发展有重要影响。基于中国现实国情,选取现阶段符合实际的社会金融化衡量指标,运用熵值法测度了城乡

融合发展水平,并采用迭代似不相关回归模型对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

果表明:社会金融化从城乡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和空间环境三个融合维度发挥了效率和公平的“双重属性”,从

而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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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城乡融合发展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还能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衔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当前中国社会正处

在城乡融合的快速发展时期,因此需要利用金融的渗透效应,在改革、转型、创新三方面推动城乡的

要素互动、地位平等和空间共融。习近平曾明确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民群众需要。”[1]金融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力量,金融的存在能够帮助实现社会的目标,
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也能重塑金融业格局,为我们塑造一个更加公平和谐的世界。因此,《乡村振

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有41处提及金融,随即出台的《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

见》也从政府层面加大了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保驾护航”作用。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

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中更是明确指出要“推动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格局,为农业农村现代化

奠定坚实基础”,这一切都更有利于发挥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国家统计局和银保监会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617元,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2.69,比

2010年下降了0.30[2];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达5.63万亿元,较2017年增长了10.52%[3];农业保险

为农户的11.12亿亩粮食作物提供了3.46万亿元保障,较2017年保额数量增长了24.23%[4],这些

数据表明在各方努力下城乡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城乡间的要素平等互换在进一步加强。
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是随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动态变化的。在以社会目标为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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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前提下,发挥金融的多样化功能有助于推动实体经济的增长,增强金融的服务功能可促进要素

间自由流动和融合,对人类创造力的发挥、生产力的提升、经济社会的发展乃至国家间的博弈都有

积极的作用。社会实践亦证明金融的创新发展能够为解决发达工业部门和相对落后农业部门间不

平衡的发展提供有效解决路径,能破除城乡间“二元金融结构”矛盾,缓解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和信

贷约束,增加穷人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机会,为改造传统农业提供初始资本积累,从而打破“贫困的

恶性循环”[5],实现城乡间经济和社会效益融合发展共赢的局面。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会跟着改变[6]。城乡关系在不同国家和不同

历史阶段虽经历着动态性的变化,但大多数国家城乡关系的发展大致都会经历城乡同一、城乡分

离、城乡差别、城乡一体化的阶段,而想要达到城乡融合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年以来,党和国家一直非常重视城乡的融合发展,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

提出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作重心,随后确定了“城乡兼顾”的发展原则;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

了“城乡统筹”的概念;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中国要基本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
的新格局,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但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目前中

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与此同时,城乡

间长期存在的“二元金融结构”,以及金融机构财务效益可持续性和社会效率服务性难以兼得的困

境仍亟待突破[7-8]。
实践发展呼吁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推进又能够反向优化实践的路径。那么,如何进一步促进城

乡融合的快速发展,将社会的时代发展和经济的理论创新相结合,更加体现金融的普惠、包容和公

平特征,构建具有中国价值的发展理念和表述,进行具有能够融通国际国内的探索和研究,是学术

界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有鉴于此,本文基于城乡关系理论、金融发展理论、农村金融理论等,并
以中国问题为导向进一步界定了“社会金融化”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社会金融化是指金融的要素

和逻辑与社会的发展进程相互渗透,且不断动态融合的过程(趋势)。即“社会金融化”包括金融和

社会的双重属性,金融逐步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社会也需要金融体系的广泛参与来进行资源优

化配置,且两者相互促进和发展。具体而言,“社会金融化”一方面包含社会的公平和包容性,另一

方面包含金融能够跨时间、跨空间的效率性和服务性。主要表现为社会的资源配置、战略发展、生
活生产、文化交流等与金融的功能工具、基础设施、配置效率、制度调控等不断互动整合并协同发展

的过程。而且随着社会、经济、金融和科技等维度的发展和融合,社会金融化能够更好地突破地区

部门间的资源限制,促进要素的流通,并不断创新激发出新动能和新业态。因此,“社会金融化”暂
且可谓是一个较为新颖并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前瞻性理论概念。

社会金融化的发展能否提升资金流动的效率,促进城乡间的要素流动? 能否加快中国城乡融

合发展的进程? 能否成为推动城乡融合高效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能否有助于实现“天下大同”的
普惠包容性目标? 这些问题的探索和答案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一)理论分析

随着世界包容性金融的快速发展,金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步凸显,特别是对城乡

融合发展的作用日益加深。基于对以往相关研究的理论梳理,恩格斯是最早最具影响力地提出城

乡融合发展萌芽思想的人,他指出未来城乡发展的趋势是通过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避
免两者的偏颇和缺点,从而使社会全体成员得到全面的发展,最终达成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可持

续协同发展。随后,针对城乡间长期以来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矛盾,大量学者也相继论述了如

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观点,例如Krugman基于发展经济学的三部门模型提出,为缓解城乡发展

不平衡的矛盾,需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快发展实用型教育;McGee基于亚洲国家社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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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变迁,提出的“城乡一体(Desakota)理论”从要素流动视角指出城乡空间互融有助于城乡发展

等[9-10]。但毋庸置疑的是城乡融合发展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稳中向好发展,提高社会公共

服务水平,改善生态宜居环境,并推动社会和谐进步。
关于城乡二元经济、金融结构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理论一直在不断地演变和丰富。Gold-

smith[11]提出的“金融结构理论”表明金融发展实质上是一种金融结构变迁,并提出相应的衡量指

标即金融相关比率(FinancialInternationalRatio,简称FIR),进一步阐明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

相互影响作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体制和结构不同,其金融体制相对欠缺,政府

部门的过度管制也导致金融与经济发展未能形成良性循环[12],只有破除“金融抑制”才能使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与金融共同发展。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的,为更好地解决相对落

后的农业农村部门和发达的城市工业部门间的“二元经济结构”差距,解决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问

题,不仅需要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进行信贷补贴,而且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农村金融市场,将其

与城市金融系统相融通,并利用局部知识分析范式进行金融的创新升级[14-16]。金融的创新发展能

破除农村地区的金融约束,有能力打通城乡融合的通道,进一步发挥金融的功能效率,实现社会和

经济效益共赢的局面。
综上所述,无论是金融结构理论、金融抑制理论、金融深化理论、金融功能理论,还是农村金融

发展理论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金融与经济发展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作用。而关于“金融化

(financialization)”的研究是近30年才从西方逐步兴起的。金融化最早在经济领域有了较为明显

的表现,学术界对此的研究首先集中在“经济金融化”的定义及其影响作用上。关于“经济金融化”
的定义主要以三个学者的观点为主,即:马克思社会主义学家Arrighi[17]认为金融化是霸权过度时

期竞争加剧的结果,经济中的利润是由金融渠道而非生产渠道产生,且构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发展循

环递归阶段;Epstein[18]提出一个更被广泛认可的概念,即金融化意味着在国家和全球层面上,金融

的市场、动机、机构和精英在经济运行和管理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Krippner[19]进一步提出金融化

可分为“活动导向”(指金融部门从业人数上升)和“利润导向”(指利润的积累模式更多通过金融渠

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而依据活动积累导向视角,经济金融化是将各种商品流通过程货币化,
将其转换为可交易的金融资产,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向金融资本过渡的过程。学术界关于经济金融

化所带来的影响作用一直存在争议,一方面,许多研究充分肯定了经济金融化发展在金融资源有效

配置和缓解收入不平等方面的有利作用,如有利于降低贫困,让金融产品和服务不再只是少数精英

食利阶层的特权,而是能够普及大众,同时激励追求收益率的群体进行金融创新,更便捷实现城乡

间的投资渠道[21];另一方面,不少西方研究发现经济金融化将带来更多弊端,经济金融化是食利阶

层对其他阶级进行金融掠夺的过程,造成了社会中更广泛的不平等,并且由于金融天然的不稳定

性,容易造成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间的不平衡,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有负面效应[22-23]。依据马克思政

治经济学原理,经济金融化转型有“财富创造效应”和“财富掠夺效应”双重性,并且是一个资源、利
益和风险不断再分配的过程[20]。这些分歧充分表明了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经济金融化对

社会的影响效果有所差异。虽然不同学科对金融化的内涵和外延阐述有所区别,但大体上可以将

其归纳为:(1)经济资本在不断向金融资本转变;(2)金融活动的范围在不断地扩大;(3)金融机构创

造的利润价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在不断上升;(4)金融业从业人员在不断增加。这四个方面

同时也是本文界定的“社会金融化”的发展趋势和外在体现。
随着经济金融化的不断发展,“石油金融化”“粮食金融化”“农地金融化”“制造业金融化”和“企

业金融化”等也不断发展,据此“社会金融化”应运而生。“石油金融化”是指石油市场逐渐与国际货

币体系、投机资本和期货市场等金融体系紧密相连,以加快建立石油金融战略体系来满足其供需关

系特征[24]。“粮食金融化”是指由于过度增发美元对粮食市场造成流动性冲击,使粮价剧烈波动,
粮食被人为地创造出“金融属性”[25]。“农地金融化”是指通过金融方式盘活农村土地的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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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从而发挥农地融资功能来缩小城乡差距[26]。“制造业金融化”是指通过金融的方式扩宽制

造业中资本的来源渠道,增强融资能力,促进技术创新能力并带来更多积极的社会效益[27]。“企业

金融化”是指能够让跨国企业控制价值链,从而实现低投资率与高利润并存的良好局面[28]。就现

实而言,金融发展越来越走向对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相关行业组织在逐步接纳和习惯金融的活动

方式、思维理念和行为准则时,也在逐渐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社会金融化呼之欲出,但明

确提出“社会金融化”并对其进行剖析的文献并不太多,即便有所涉及也大多仅集中在理论分析层

面[29-30],缺乏实际数据的支撑和分析,所以需要对社会金融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进行科学评

判,才能更具包容性和时代性地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
(二)指标选取和研究假说

1.城乡融合发展指标

城乡融合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部分,冉光和等[31]明确提出,城乡之间存在多阶段动

态依存和多样性动态适应的关系。依据“点-轴理论”和“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城市与乡村是空

间联合、功能耦合且相互促进和支撑的复杂地域系统,城乡融合发展能实现要素流动的帕累托改

善,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32-34]。现有关于城乡不平等关系研究主要采用恩格尔系数和城

乡居民收入或消费比值等[35],而城乡融合是一个城乡间经济发展、社会公共服务和空间环境方面

多维度的动态发展融合过程,所以关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测量,不能仅基于单个指标的测量,还
需考虑城乡间的要素流通、交通往来、信息传播、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生态系统可持续化等多维度的

综合因素。
因此,本研究基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五个总要求,以及2019年《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中提及的“要素配置合理化、
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化、基础设施一体化、乡村经济多元化”,在周江燕等[36]关于“城乡一体化水平测

度”的基础上,结合对中国城乡融合的现实分析和专家咨询建议打分,进一步构建乡村振兴战略视

域下的城乡融合发展指标,即选取“城乡经济发展的融合”“城乡公共服务的融合”和“城乡空间环境

的融合”三个维度的二级指标来度量现阶段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相对应的三级指标分别为:
一是城乡经济融合的发展,主要包括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逆向指标)、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比(逆)、城乡恩格尔系数比、城乡二元对比系数、非农和农业从业人员比值、城乡人均GDP、非农

产业产值与农业产业产值比、农业机械化水平;二是城乡公共服务的融合,主要包括城乡卫生技术

人员比(逆)、城乡中学教师比(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比、城乡居民失业保险参保人数比、互联

网普及率、城乡信息化水平(逆);三是城乡空间环境的融合,主要包括城乡空气治理、城乡污染治

理、城乡交通网密度、城乡人均汽车拥有量、城乡土地配置比(逆)、城乡人均邮电业务量。关于指标

体系的测度方法,有主观赋值法、熵权法、主观客观赋值法,两步全局主成分分析法等,其中熵权法

最早由德国物理学家 K.Clausius于1854年提出,由申农(C.E.Shanno)将其引入信息论,并把熵

(Entropy)作为随机事件信息度的有效度量方式,熵能通过指标的信息量和变异程度分析出各指标

的权重,在多指标评价体系中使用“熵值法”更加公正和客观[37],因此本研究采取熵值法对城乡融

合水平进行测度。

2.社会金融化指标选取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梳理,可将以往研究涉及金融化的指标以及度量方式归纳为以下四类:一是

麦氏指标或戈式指标。在衡量金融化的经典文献中,一般采用 M2/GDP(GrossDomesticProduct,
国民生产总值,简称GDP),银行信贷规模/GDP,或金融相关率(FIR)进行度量[38];二是金融相关

的活动。由于金融的市场、机构和精英的重要性日益提高,用FIRE金融从业人员规模占总体从业

人员规模的比值和金融行业贡献值与总增加值的比重作为衡量标准;三是证券化程度。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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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MBS和CDOs①,市场资本化率,上市公司数与股价相乘得到的市场价值等;四是金融全球化

水平。例如国际热钱交易规模、外汇储备流动强度和一国金融市场对外资的依赖强度[39]。但这些

指标几乎都是基于西方国家的实践观察而创建的,本文在上述指标的度量方式基础上,基于时代发

展和理论研究进一步推演出目前能代表中国社会金融化发展的指标,即选取“社会融资规模占

GDP比重”“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金融业从业人员占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这三个

指标作为衡量现阶段中国“社会金融化”的核心自变量,用于体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强度、服
务国民经济产出的深度、服务社会发展的广度。

本文核心自变量的选取主要出于如下考量:一是“社会融资规模占GDP比重”,这一指标反映

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功能和支持力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口径:“社会融资规模是衡量

中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状况以及资金松紧程度的重要指标,并且能够全面反映实体经济融资状况、

地区发展差异、行业发展动向、金融对经济薄弱环节的支持等”,即“一定时期内(每月、每季或每年)

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基于货币传导机制的信用观点理论[40],该自变量不

仅拥有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测性、相关性、开放性和可控性等特征,是金融体系的资产和实体经

济的负债,反映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而且还能研判和调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和防风险

间的动态平衡。自2010年起该指标连年被写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其所指

代的金融体系不仅仅是银行,还包括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覆盖信贷、股票、债券、中间业务市场

等,且对金融体系内部的资金往来进行了扣除,因此能够更加立体地从资金供给角度反映全社会通

过金融渠道所获资金,能够更全面反映整个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②,这一指标是中国首

创且独创使用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二是从“利润导向”观点出发,“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这一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
会金融化”的深度。金融的本源在于与金融相关的活动(信用)能够嵌入于实体经济,因此金融的快

速发展使其在国民经济、就业等领域的占比越来越重,金融业重要性日益凸显[41],马克思资本循环

与周转理论也认为金融能够为社会生产资本循环过程助力,金融相关活动复杂纷繁,但其根本目标

是作为媒介资源配置在市场经济中运行[42]。在社会金融化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城市和乡村的金融

活动都在增多,金融作为先导要素,有利于引导其他要素进入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带动城乡间的

要素流通,突破“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桎梏,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三是从“活动导向”视角出发,“金融业从业人员占第三产从业人员比重”这一指标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金融服务在城乡间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社会金融化”服务在城乡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程度。

金融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上升体现在利益再分配的方式中,涉及金融行业的劳资关系的结构性调

整也在不断加强。金融业从业人员比重的提升能更好地发挥出金融的集聚和分配资源的功能,有
利于让金融服务的深度边界触及所有金融需求的群众,从而有利于打破落后地区和农业部门的“金
融抑制”,更好地惠及“三农”发展,从利润视角和活动视角出发选取的这两个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能

反映“社会金融化”的发展趋势和外在体现,因此这三个指标能较好地反映目前中国“社会金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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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资产抵押证券(assetbackedsecurities,简称ABS),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ortgage-backedsecurities,简称 MBS)以及债务抵押

债券(collateralizeddebtobligations,简称CDOs)。

目前的社会融资规模有四大类,共十个子项。四大类融资分别为:一是金融机构表内贷款,具体包括人民币贷款和外币贷款

两项融资。二是金融机构通过表外提供的融资,具体包括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等三项融资。三是直接融资,具

体包括非金融企业债券和境内股票融资两项。四是以其他方式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资金支持,具体包括保险公司赔偿、金融机构投资性

房地产、小额贷款公司及贷款公司贷款三项融资。2018年7月起,人民银行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将“存款类金融机构资产支持证券”

和“贷款核销”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在“其他融资”项下反映。这里的金融体系是整体金融的概念,从机构看,包括银行业、证券业、保

险业等金融机构;从市场看,包括信贷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以及中间业务市场等;从地域看,是实体经济从境内金融体系

获得的资金总额。



的水平。
另外,依据“内生增长理论”[43]的观点,公共财政支出能提高全社会的经济增长率和福利效果。

社会金融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功效的有力发挥还有赖于相应的政策支持和配合,尤其是财政政策

的实施和推动,公共财政在农业、教育领域的支出,能够加快相对落后“三农”领域的物质资本和人

力资本积累,使其有能力改造传统农业发展模式;公共财政在节能环保领域的投入,能有效推进城

乡间的生态文明发展;提升城镇化水平能更好地改善城乡间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社会金融化”与
政府部门相关政策实施的系统配合,更有利于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因此公共财政政策对城乡融合发

展也会产生相应的影响。

3.研究假说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社会融资规模占GDP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因而

以社会融资规模占GDP比重上升为代表的社会金融化,能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假说2:金融业增加值与GDP的比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服务国民经济产出的深度,能

较好地诠释利润导向观,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与城乡融合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说3:金融业从业人员占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值,代表与金融相关的服务活动在不断加

强,也是基于活动视角观的社会金融化外在体现,金融业从业人员增加会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假说4:政府公共财政在农业、教育和环保领域的支出增加,城镇化率的提升,会促进城乡融合

发展。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中国的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不是应急工程,而是长期的历史性任务。本文以乡村振兴战

略视域下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作为切入点,主要探讨社会金融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拟打开现

阶段中国社会金融化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黑匣子”。依据上述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基于数据的

可获得性、研究的时效性以及中国社会金融化发展的现实状态,本文选取2013年至2017年中国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数据,设定静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社会金融化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影

响,模型设定如下:

Yit=β0+β1RZGDPit+β2FGDPit+β3FPOPit+β4Conit+uit (1)  
在(1)式中,i代表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t代表年份。其中,被解释变量:Yit为城乡融合发

展水平。核心解释变量:RZGDPit是社会融资规模占GDP比重,即反映社会金融化中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的作用效果。FGDPit是指金融业增加值与GDP的比值;FPOPit是指从事金融服务业(银
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行业)有关的金融中介机构营业网点从业人数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

的比值。Conit为控制变量,其主要包括:Urbanit代表城镇化水平(城镇化率)也即一个地区城镇常

住人口占该地区常住总人口的比例①;因为财政支持在城乡融合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Fi-
sYCit是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产值的比值水平,即农业、林业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农林牧

渔总产值;Eduit代表教育投入,即地方公共财政教育支出;Envit代表环境治理投入,即地方公共财

政节能环保支出。根据统计学原理,为更好地克服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让自变量更符合研究假

设,保证回归的精准性,本文对变量进行数据变换优化,LnEduit、LnEnvit分别为财政教育支出、财
政环保支出的对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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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城镇人口包括设区市的城市人口、镇区及镇政府所在地村委会(居委会)的人口、通过道路建筑物与镇区连接的村委会的人

口。常住人口是当地的户籍人口+外来半年以上的人口-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口。



具体而言,对于城乡经济发展的融合(Y1)、城乡公共服务的融合(Y2)、城乡空间环境的融合

(Y3)以及城乡融合总体水平(Y)的模型设定如下:

Y1it=β0+β1RZGDPit+β2FGDPit+β3FPOPit+β4FisYCit+β5LnEduit+β6Urbanit+uit

Y2it=β0+β1RZGDPit+β2FGDPit+β3FPOPit+β4LnEduit+β5Urbanit+uit

Y3it=β0+β1RZGDPit+β2FGDPit+β3FPOPit+β4LnEnvit+β5Urbanit+uit (2)  
Yit=β0+β1RZGDPit+β2FGDPit+β3FPOPit+β4FisYCit+β5LnEduit+β6LnEnvit+

β7Urbanit+uit (3)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行政公开数据与调查数据相比有更大的样本,也更具政府公信力,所以本文数据全部来源于中

国政府的官方公布数据。本文的核心自变量社会融资规模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营

业网点人数、金融业增加值,GDP相关数据来源于 Wind数据库、《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区域金融

运行报告》;城乡融合发展指标体系所包含的各指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安部、工信部、财政

局(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及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社会保障统

计年鉴》和各个省(区、市)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含义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Y 城乡融合发展 0.223 0.030 0.952 0.176
Y1 城乡经济发展的融合 0.169 0.402 0.768 0.133
Y2 城乡公共服务的融合 0.240 0.040 0.824 0.154
Y3 城乡空间环境的融合 0.272 0.099 0.760 0.127
RZGDP 社会融资规模/GDP 0.267 0.104 0.947 0.151
FGDP 金融业GDP/GDP 0.069 0.030 0.174 0.028
FPOP 金融业从业人员/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0.019 0.001 0.136 0.198

URBAN 城镇化率 0.566 0.237 0.896 0.129
FisYC 财政支农/

农林牧副渔总产值
0.278 0.084 1.681 0.315

LnEdu 公共财政教育支出 0.156 0.138 0.169 0.006
LnEnv 公共财政环保支出 0.139 0.120 0.153 0.006

  (三)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分析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路径,在建立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标后,由于不

同维度对城乡融合的作用不一样,因此本文通过客观赋权法也即熵值(权)法的降维方式进行测算,
通过熵值法计算第k个指标权重的公式为:

W (K)=(1-ek)/∑m
k=1(1-ek),0≤Wk≤1 (4)  

并以 Wk作为权数,通过无量纲化和加权求和得出各指标熵权的评价值:

Vi=∑m
k=1wkxik (5)  

本文利用 MATLAB软件首先通过升/降半梯度分布函数对指标进行处理(正向化),然后用相

对离散值和标准化对各三级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再通过S曲线将数据正值化,最后通过加权求

和确定各三级指标在二级指标中的权重,得出城乡融合各分项指标的熵权评价值,合成城乡融合发

展水平指数。这不仅能在技术层面消除三级指标之间的相关影响,实现对面板数据的测度,而且通

过贡献率确定的各级指标权重克服了一些评价方法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在综合评价函数中更为

合理客观。
通过熵值法得出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城乡经济融合权重占43.42%,公共服务融合占

29.04%,空间环境融合占27.54%。在城乡融合进程中,经济发展的融合对其产生的影响最大,也
即应进一步推动城乡经济发展的融合,可以进一步加快推进有发展潜力、有经济效益、有利于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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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产业发展,用产业链发展带动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和空间环境的融合对城乡融合

发展影响力大小趋近,因此应加强城乡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在公共资源服务和配置等方面出台

更多优化政策、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图1 2013、2015、2017年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时序变化趋势图

图1呈现了2013年到2017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指数。2017年,北京市、
上海市、天津市和重庆市的城乡融合水平分别为0.92、0.95、0.48和0.25,在这四个直辖市中,西部

地区的重庆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相对较弱。从2013年到2017年,浙江和江苏的城乡融合发展进

程较快,分别由0.29上升到了0.49,由0.23提升到了0.36;但西部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不仅落

后,而且发展十分缓慢,以甘肃和内蒙古为例,5年间其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仅分别由0.03和0.10提

升到了0.09和0.19。

图2 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城乡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和空间环境融合发展水平

图2呈现了城乡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和空间环境三方面的融合发展水平,总体而言,各省(直辖

市、自治区)城乡融合水平呈逐年向好发展的趋势,但无论是城乡经济发展、公共服务还是空间环

境,东部地区的融合水平比中、西部更好。全国范围内北京、上海和安徽的城乡融合水平在全国排

名前三,而西部地区的内蒙古、甘肃和云南相对落后,因此应该加大对边少地区的扶持力度和公共

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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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一)社会金融化与城乡融合发展实证分析

为更好探究社会金融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面板数据结

合了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的优点,能有效减低变量间多重共线性。本研究将城乡融合发展分

为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和空间环境融合三方面,传统的单方程模型已无法解释此类复杂的经济现

象,因此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模型(SeeminglyUnrelatedRegressionEstimationModel,简称SUR)能
使模型的建立更加灵活。选取SUR模型的理由在于:一是传统的协方差矩阵每个元素都是标量,
但SUR模型中每个元素都是矩阵,在对参数进行估计的过程中,SUR能提取多个方程间随机扰动

项的信息,对传统单方程模型进行了有效改进,提高了参数的有效估计[44];二是由于各方程的解释

变量间虽无较强的内在联系,但其随机扰动项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性,因此SUR多方程回归模型

能够更好地解决面板数据用单一回归方程和线性模型时的缺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异方差、内
生性和自相关等问题,提高参数估计的效率和精准性。

本文首先通过软件Stata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结果显示数据满足面板回归的条件,其
次通过同期相关系数矩阵和LM检验发现,本研究各方程的变量间虽无内在联系,但其扰动项之间

存在着相关性,因此通过SUR建立一组多方程回归模型进行联合估计是可靠的,即分别用城乡融

合发展指标体系中的二级指标“Y1城乡经济发展融合”“Y2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和“Y3城乡空间环

境融合”,与代表社会金融化的核心自变量和分别对其融合有影响的控制变量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采取联立方程模型的一种完全信息估计方法作为参照系,即表2中的模型(1)(2)(3)是用

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回归得到的最佳线性无偏估计量,此方法也可拆分为2SLS加广义工具

变量IV,比传统OLS有更好的渐进有效性,且能较好地解决内生性的问题;模型(4)(5)(6)是迭代

式SUR估计结果,其中Y1、Y2、Y3分别代表城乡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和空间环境的融合,在各方程

扰动项之间“无同期相关”检验的p值为0.000,在1%显著水平上拒绝各方程扰动项相互独立的原

假设,故使用迭代式SUR进行系统估计能很好地提升估计效率,更适合本研究的分析,所以基于模

型(4)(5)(6)的实证结果进行分析,并基于此进一步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2 社会金融化与城乡融合发展实证结果

变量
模型(1)
Y1

模型(2)
Y2

模型(3)
Y3

模型(4)
Y1

模型(5)
Y2

模型(6)
Y3

RZGDPit 0.0230*

(0.0122)
0.133**

(0.0558)
0.0998***

(0.0459)
0.0229*

(0.0120)
0.128**

(0.0547)
0.0996**

(0.0450)

FGDPit 0.167
(0.287)

1.639***

(0.364)
2.065***

(0.301)
0.238
(0.280)

1.630***

(0.357)
2.065***

(0.296)

FPOPit -0.433**

(0.209)
0.183
(0.323)

-0.499***

(0.268)
-0.450**

(0.205)
0.206
(0.316)

-0.498*

(0.263)

URBANit 0.635***

(0.0518)
0.770***

(0.0799)
0.380***

(0.0661)
0.630***

(0.0506)
0.775***

(0.0783)
0.380***

(0.0648)

FisYCit 0.211***

(0.0234)
0.201***

(0.0227)

LnEduit 5.581***

(0.681)
0.922
(1.079)

5.521***

(0.666)
0.638
(1.056)

LnEnvit 5.640***

(0.970)
5.626***

(0.949)

Constant -1.137**

(0.106)
-0.494***

(0.169)
-0.891***

(0.133)
-1.129***

(0.104)
-0.451***

(0.165)
-0.889***

(0.130)

R2 0.886 0.784 0.782 0.882 0.702 0.640
observations 155 155 155 155 155 155

   注:*、**、***分别代表在10%、5%、1%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对应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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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模型(4)关于“城乡经济发展融合(Y1)”的结果得出,RZGDP、URBAN、FisYC 对其有显

著正向促进作用,但FPOP 却对其产生负向效果;模型(5)关于“城乡公共服务的融合(Y2)”结果显

示RZGDP 对其是促进作用,且在5%水平显著,FGDP和 URBAN对其的正向促进作用在1%水

平显著;核心自变量RZGDP 对模型(6)关于“城乡空间环境的融合(Y3)”的正向效果在5%统计量

水平显著,FGDP 对其影响系数为2.065,LnEnv对其影响系数为5.626,且这两个变量都在1%显

著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公共财政环保支出与社会金融化相比而言,对城乡空间环境的融合积极影响

效果更强。依据实证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代表社会金融化的核心自变量“社会融资规模占

GDP比重(RZGDP)”对城乡经济发展的融合(Y1)、城乡公共服务的融合(Y2)和城乡空间环境的

融合(Y3)三方面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社会金融化能够更好地引导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这与以往学者得出的金融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不仅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让金

融产品和服务不再只是精英阶层的特权,而且能促进全球范围内的要素流动,并普惠大众相一

致[21],这也是党中央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

‘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的效果体现,也进一步说明政府对社会金融化的引导和推动作用能促进城

乡融合发展。“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FGDP)”对城乡公共服务(Y2)和空间环境(Y3)的融

合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即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积极

的互动作用[46],从利润导向视角出发,在空间维度上“社会金融化”能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在时间

维度上能解决跨期不确定性,这进一步说明现阶段中国需要推进社会金融化发展,让金融功能得以

更有效地发挥,突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金融业从业人员占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的比值(FPOP)”对于城乡经济(Y1)和环境(Y3)融合的影响却是负向的,这与前述研究假设相悖,
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分析,这表明现阶段中国金融业的人员配置不均衡,虽然各种政策在“资源配

置”方面引导金融资源服务于“三农”发展,但乡村的金融服务人员配比远远低于城市,因此在金融

业的“人员配置”方面仍有提升的空间,特别是在即将到来的“数字金融”时代,中国金融业的市场分

工和就业结构还应进一步调整优化。
在控制变量中,实证结果与研究假说相符,财政支农占农业产值比重(FisYc)明显地促进了城

乡经济的融合发展(Y1),因此更应加大对于“三农”领域财政的投入和支持。政府公共财政教育和

环境治理的支出都分别对城乡经济融合(Y1)和城乡空间环境融合(Y3)有正向影响,因此更应该加

大对农村间的教育投入,鼓励更多优秀人才返乡创业,并建立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机制,同时进一步

加大生态保护相关的财政投入。总体而言,社会金融化不仅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交融和互补,
还能够加快城乡间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从而建立起一种能够实现自我“造血”功能可

持续发展的城乡社会结构。社会金融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促进能够孕育出一种关注乃至唤醒

的力量。
(二)稳健性检验和分析

为让实证计量结果更具有信服力,本研究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一是更换样本量,即利用东部

地区数据,因此表3中模型(a)(b)(c)是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
广东、海南、辽宁、吉林、黑龙江)的迭代式SUR回归结果;二是更换被解释变量,即在模型(4)(5)
(6)的基础上用城乡融合总体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因此模型(d)是基于以地区为聚类变量的稳健标

准误差检验,模型(e)为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模型(f)为随机效应FGLS的计量结果,表3所示的稳

健性检验中,各项系数、标准误以及其对应的显著性均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说明以上统计结果具有

普遍性,反映本文实证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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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模型(a)
Y1

模型(b)
Y2

模型(c)
Y3

模型(d)
Y

模型(e)
Y

模型(f)
Y

RZGDPit 0.104
(0.068)

0.185*

(0.108)
0.0335*

(0.0190)
0.015
(0.0507)

0.029
(0.0377)

0.068
(0.068)

FGDPit 0.961*

(0.567)
3.228***

(0.610)
2.322***

(0.645)
0.811
(0.507)

0.120
(0.538)

2.182***

(0.609)

FPOPit -0.686**

(0.312)
1.179***

(0.498)
-0.750
(0.521)

-0.801
(0.274)

0.063
(0.076)

-0.185
(1.131)

URBANit 0.422***

(0.110)
0.218
(0.165)

0.416***

(0.169)
0.881***

(0.097)
0.820**

(0.326)
0.717***

(0.106)

FisYCit 0.254***

(0.033)
0.254***

(0.041)
0.209***

(0.028)
0.408
(2.998)

LnEduit 2.026***

(0.907)
0.280
(1.449)

9.533***

(1.812)
6.596
(5.892)

0.629
(2.513)

LnEnvit
5.636***

(1.353)
4.437*

(2.233)
1.513
(1.842)

5.407
(2.735)

Constant -0.458***

(0.150)
-0.0725
(0.239)

-0.900***

(0.217)
-1.280***

(0.205)
-1.5636*

(0.800)
-1.140***

(0.346)

R2 0.941 0.940 0.938 0.946 0.779 0.6213
observations 65 65 65 155 155 155

   注:*、**、***分别代表在10%、5%、1%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对应标准误

通过稳健性检验发现,东部地区结果和全国整体样本结果相差不大。其中代表社会金融化服

务国民经济产出深度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FGDP)”对东部地区的正向影响效果较全国

样本更为明显;FGDP对城乡经济融合发展(Y1)的系数由全国SUR结果中的0.167(表2模型1)
增加为0.961(表3模型a),这说明社会金融化发展程度在发达的东部地区更好,并且在研究期限内

有利于促进城乡间的互通共融,其余相关变量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均无明显变化,证明了本研究的实

证结果是稳健的。
与此同时,所有模型的估计结果一致显示,城镇化率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且

在1%显著水平上显著。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

2018年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当一国城镇化率为

50%左右的时候,是该国发展进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46]。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不仅能促进城

乡融合发展,而且是实现“四化同步”的重要趋势,因此更应该大力推进城镇化的建设,利用金融激

活要素的互联互通,形成城乡双向推动的发展模式,并结合《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
要求推进城乡要素合理配置,从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和激励方式为社会金融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环境,中
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倡导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倡

议等一系列国际重大事务,以及国内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推进“数字金融创新”发展等,都在推动

金融与社会更加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的发展,使社会金融化能更具包容性和时代性地解决不断变化

的现实问题,为我们塑造一个更加和谐公平的世界。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社会金融化揭示了金融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基本趋势、客观规律以及进步的内生动力。
本文通过计量模型对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合稳健性检验得出:具
有中国特色的指标“社会融资规模占GDP比重”对城乡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和空间环境三个维度的

融合都有显著促进作用,有助于城乡间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均衡交换;代表社会金融化利润导向的

“金融业GDP占GDP比重”能促进城乡公共服务、空间环境融合;但现阶段反映社会金融化活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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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金融业从业人员占三产从业人员比重”对城乡经济发展、空间环境融合是负向影响;财政支农

和财政教育支出能促进城乡经济、公共服务的融合发展,财政节能环保支出对城乡空间环境融合有

正向作用,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也能促进城乡融合进程。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社会金融化能兼具包容

普惠性和公平效率性地促进中国城乡融合发展,能更便捷地融通城市间的投资渠道、优化城乡间要

素配置、优化城乡间社会服务,进一步消除“三大差别”①。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促进城乡间要素合理配置、自由流动。

拓宽社会投融资渠道,创新发展多元化金融工具,增加农村金融的可获得性,并为农村金融制度创

新提供切实保障,激励农村金融机构自身“造血”功能的提升;同时对“社会融资规模”这一指标进行

完善和调控,增添与乡村地区相关的金融指标数据。
第二,社会各界可利用金融渠道促进城乡间的要素往来,并进一步优化就业结构的人员配置。

提升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和服务供给,引导和创新更多金融服务进入乡村地区,丰富农村金融机构,
创新乡村金融业务,提升金融服务功能;增加懂农业、懂金融,了解农村社会文化习俗的从业人员,
并稳步提升人口城镇化水平和质量。

第三,相关部门需加大地方公共财政支出,进一步构建金融财政配合的顶层设计框架。尤其是

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财政支出,并为人民大众普及金融知识,从而避免贫穷的代际传递效应造成

的阶层固化。加大公共财政中节能环保支出,增强力度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通过公共财政资金

的投入,为金融和社会资本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铺路架桥”,从而实现城乡间动态效率与跨期公平的

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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